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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脆弱的契约型渠道关系阻碍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通过契约治理规避农产品交易过程

中各种不确定性，实现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稳定合作的目标已经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 本文构

建“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营销渠道契约功能、伙伴合作和交易绩效的关系模型，运用湖北、海南等 ５

省共 ３４４ 份农户的调查数据从契约功能角度实证分析农产品交易契约的弱稳定性问题。 研究发现，
契约在渠道治理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契约功能通过伙伴合作间接影响交易绩效，即伙伴合作在契

约协调功能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在契约控制功能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中起到完

全中介的作用。 这表明，如果没有合作行为出现，有效的控制条款也无法提高交易绩效。 同时，多元

分组回归分析表明，信任的合作历史对契约控制功能和合作伙伴之间关系存在显著调节效应。 特别

是，当交易双方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时，契约控制功能对伙伴合作的正向影响弱化。 而契约协调功

能对伙伴合作的影响在两种情况下并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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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产业化成为当今世界农业的发展趋势，其实质是在分散生产的基础上实现农业规模化

经营的组织形式 ［１］ 。 作为农业产业化的主导模式，“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经营组织方式有效地

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 ［２］ ，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因而得到了学术界的青睐

和政府的支持。 在实践中，该模式虽不乏成功案例，但高违约率导致合作失败也成为不争的事

实，这阻碍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 现有学者大多立足于交易成本理论框架，侧重从产品专用性、
组织模式、诉讼成本、社会资本等角度对农产品交易契约的弱稳定性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

究 ［１，３－５］ 。 也有学者认为契约完备性、合作经验等因素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户”利益联结体的稳

定性有重大影响 ［６－７］ 。 但是，鲜有基于契约功能视角的研究。
现有研究从契约完备性的角度探讨了订单农业中契约对渠道关系和渠道绩效的治理影响。

关于契约治理和绩效关系的讨论，学者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契约治

理是交易双方开展合作的保障。 契约条款详细地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对各种违约行

为进行惩罚，提高了从事机会主义的成本，从而有利于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提升渠道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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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８－１０］ 。 第二种观点认为，契约治理对交易双方的合作具有抑制作用。 由于交易双方的有限理

性，事前签订的契约无法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契约具有不完全性。 那么，契约的不完

全性导致对方为了增加利益而从事机会主义的可能性 ［１１］ 。 同时，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动，严
格的控制条款激发对方愤怒、怨恨等不良情绪时，对方会采取欺骗等投机行为作为发泄途径，这
对合作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渠道绩效的提高 ［９，１２］ 。 契约治理对绩效影响的差异还体现在复合

治理中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关系上，一些研究发现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对绩效进行解释时存

在“互补效应” ，即关系治理弥补了契约治理固有的僵化缺陷，两者的联合使用既尊重了交易双

方的意愿又保障了交易关系的柔性和连续性，有利于提高绩效 ［１３］ 。 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契约

治理和关系治理存在“替代效应” ，即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扎根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作用机理是

对立的。 契约向对方传达了一种不信任的信号，阻碍了柔性的、灵活性的关系规范的形成，两者

的联合使用会降低绩效 ［１４］ 。 这种结论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大多研究将契约功能视为单一维

度去考虑，忽略了契约功能目标的差异性。 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契约条款的实际内容，发现

不同类型契约在渠道治理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８，１５－１６］ 。 例如，Ｒｅｕｅｒ 和 Ａｒｉｎｏ［８］ 和 Ｌｕｍｉｎｅａｕ 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６］ 发现契约条款涵盖了两方面的交易关系，具备强制性功能和协调性功能。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是指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农户按照签订的契约向农业龙

头企业提供农产品而建立起来的组织间的交换关系 ［１１］ 。 契约搭建了双方交易关系桥梁的同时

也形成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约束双方的交易行为。 现实中存在这种现象，即市场价格高于契

约的规定价格时，农户把农业龙头企业订购的农产品转售到市场，而当市场价格低于契约的规

定价格时，农业龙头企业倾向于从市场收购农产品，这均导致了订单农业的失败。 这种现象说

明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合作绩效取决于交易双方是否具有为获取个人利益而从事机会主义

的主观动机，因而机会主义对交易的影响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契约的控制功能得到重视。 但

是，当交易双方发生冲突时，僵硬的契约无法调整各方的行为以避免后续的争端，这无疑降低了

双方对于合作的未来期望。 而且认知固有的局限增加了交易的协调成本，例如缺乏明确的风险

分担原则，缺乏解决争端的程序，这阻碍了契约的顺利执行，甚至使双方关系终止，无法达到预

期的结果。 这说明，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合作绩效还取决于行动协调的差异，而不只是消极

的利益博弈。 因此，抑制机会主义来保护自身利益并不是交易双方制定契约的唯一目的，还应

该考虑降低沟通和协作障碍来促进行动协调的目的 ［１７］ 。 从当前我国学者对“农业龙头企业＋农
户”营销渠道治理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已经关注到契约治理在农产品营销渠道中的重要作

用 ［１，３］ ，并从契约条款设计、契约完备性的角度进行探讨 ［７，１０］ ，但是仅仅重视契约抑制机会主义

的控制功能，忽略了其促进组织行动的协调功能。 虽然已有少数文献从契约内容的角度发现了

这一缺陷 ［３，１８］ ，强调契约功能对交易绩效的差异性，然而实证研究仍然相对缺乏。 此外，行为理

论框架认为契约功能对交易绩效的影响需要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 ［９］ ，但是现有研究将契约和合

作分开进行研究，缺乏对交换结构（契约） 、过程（合作）和结果（绩效）关系的探讨，因此，本文

将伙伴合作作为契约功能和交易绩效的中间影响变量。
先前的合作指交易双方已经发生的各种合作。 渠道理论认为，先前的合作为交易双方获取

新知识提供途径，这不仅影响着契约条款的设计，而且对后续合作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 ［１９］ 。 已有的研究表明先前合作的存在是相互信任的一种表现，有利于提高双方再次合作的

意愿和信心 ［２０－２２］ 。 例如 Ｍｅｌｌｅｗｉｇｔ 等人 ［２０］ 在研究中指出，先前的合作有效地减低了信息不对称

的风险和对对方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感知，这有利于增加双方的信任，进而产生更多的合作行

为，实现提高绩效的目的 ［２１］ 。 Ｐａｒｋｈｅ［２２］ 发现，先前的合作提高了交易双方的信任程度，在后续

的合作中双方更倾向于采用低成本且效率高的非正式控制来管理合作关系。 然而，这些研究却

忽略了先前的合作可能是失败的，甚至对相互信任产生负向影响的事实 ［１５］ 。 由此看出，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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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合作历史才对契约功能和伙伴合作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但如何产生影响以及依据合作

历史来优化契约功能并没有涉及。 基于此，本文以契约功能目标的差异性为切入点，探讨契约

功能通过伙伴合作的中介效应，进而对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产生影响的机制，以及信任的

合作历史对契约功能和伙伴合作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二、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契约是由当事人意愿一致而产生具有法律效应的一种约定。 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

的前提下，交易成本理论提出契约有减少事前和事后机会主义风险的控制功能，有利于提高交

易绩效 ［２３］ 。 这是因为，契约条款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违约行为进行惩罚的措

施 ［８］ ，所以，契约治理能够降低交易双方在结果和行为方面的不确定性和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提

升关系稳定性和绩效 ［５，１７，２３］ 。 同时，相关实证研究也强调契约具有防范机会主义的控制功能。
例如，Ｐａｒｋｈｅ［２２］ 发现，在机会主义行为风险较高（环境不确定性高、资产专用性高）的情景下，合
作伙伴倾向于在契约里面设置更多的控制性条款 ［８］ 。 然而，交易成本理论过于强调行为的不确

定对交易绩效的影响，重视契约的控制功能 ［１５，２３］ ，却忽略了非机会主义的不合作行为对交易绩

效的影响。 事实上，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合作绩效不仅取决于交易双方是否具有从事机会主

义的潜在动机，还取决于交易双方行动的协调差异。 因此，学者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将契约功能

定义为单一维度的做法存在局限性 ［１６］ 。
组织理论认为个体认知的局限性使交易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面临着协调行动的难题 ［２４］ ，而

且一个最优的契约既能作为一种正式的控制机制来抑制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能作为一种协

调机制来简化双方的行动和化解冲突 ［８，２０］ 。 尤其强调，契约包括的争端解决程序、管理程序、技
术标准等条款减少了认知冲突，这成为契约顺利执行的重要依据和保障 ［１５］ 。

目前，大多学者发现契约条款表面是枯燥的文字，但背后表征着不同的功能。 按照产生来

源和治理目的，契约涵盖了两方面的交易关系，即控制与协调。 其中控制功能源于交易双方利

益动机的差异。 由于各个主体的利益诉求不一致，交易双方具有以不诚实或欺骗的方式追求自

身短期利益的潜在机会主义倾向。 因此，双方需要制定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措施来抑制机会主义

行为。 协调功能来源于个体认知的有限理性。 受教育水平、智力状况、生活经历等方面的影响，
个体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存在局限，这导致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和沟通障碍，因
此，交易双方需要通过契约条款规定有效的协调程序和原则，克服交易双方的协作障碍，进而提

高合作效率。
（一）控制功能与伙伴合作

当两个彼此独立的利益体进行合作时，交易双方需要面对关于未来合作的关系风险，即交

易双方不遵守合作精神的可能性或由于交易双方无法达到满意的合作所带来的可能结果 ［２１］ 。
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学者认为关系风险来源于机会主义，即通过狡诈的手段牺牲其他成员的

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 ［２３］ 。 在农产品营销渠道中机会主义行为表现为隐藏信息、逃避义务、逾期

付款、提供不合格产品等多种形式 ［２５］ 。
契约控制功能指契约保护条款清晰地界定了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允许从法律和经济上

惩罚违约的行为 ［８］ ，最大程度地抑制合作过程中的投机行为，从而达到契约约定的理想结果。
农产品营销渠道中出现高违约率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交易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农业龙头企

业与农户在交易中产生了机会主义的关系风险。 因此，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通过协商方式制定

安全保护条款，对于违反契约条款规定的行为或者不作为行为进行惩罚 ［２２］ ，例如农业龙头企业

可以拒绝收购不符合标准的产品。 其结果是，随着获取自我利益的成本增加，交易双方从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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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意愿就会下降，进而降低违背契约条款界定的义务的可能性 ［１４］ 。 当交易双方更多地

将契约作为一种正式控制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时，这降低了双方在结果和行为方面的不确定

性 ［２３］ ，进而增加了交易双方的合作预期，更倾向于按照契约的规定进行合作。 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 １：
假设 １：在“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营销渠道中，契约控制功能正向影响伙伴合作。
（二）契约协调功能与伙伴合作

交易成本理论的学者主要关注行为的不确定性，而组织理论的学者则强调合作过程中面临

着协调行动的难题 ［２４］ 。 契约协调功能指交易双方为了克服固有的认知局限，针对合作过程中

的协调事务制定行动计划系统、技术操作程序和风险分担原则等契约条款，这有利于减少误解

风险，成为契约顺利执行的重要保障 ［１６］ 。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作为一种特殊的中间组织形

式，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利益主体组成。 由于交易双方在知识结构、利益诉求上存在明显差

异，使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沟通障碍和认知偏差，这必然对合作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契约协

调功能类似于将契约作为一个行动计划，减少了偏好分歧，强调风险共担，进而提高渠道成员间

的合作水平 ［１０］ 。 同时，由于交易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交易双方根据合作

过程的信息反馈对再协商条款进行适当修正，使交易双方行动保持协调，联合行动更容易达成

一致 ［２０］ 。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２：
假设 ２：在“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营销渠道中，契约协调功能正向影响伙伴合作。
（三）伙伴合作对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的影响

提高绩效水平是农产品营销渠道治理的目标。 在现有相关文献中，学者们对农产品营销渠

道绩效的测量主要有三个方面：顾客满意度、渠道成员的关系绩效以及市场交易绩效。 目前，关
于交易绩效的测量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对交易结果进行衡量，即交易销售绩效 ［１０］ ；第二

种是对交易过程进行衡量，即交易弹性绩效 ［１１］ 。 本文采用交易销售绩效测量契约功能的效果，
是对契约功能所产生效果的预期与实际效果吻合程度的衡量。

在“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营销渠道中，除了契约规定的内容，交易双方的意见和主动合作

的行为对提高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同样重要。 伙伴合作通过优化交易双方的资源来实现

帕累托改进。 特别是，当更多的合作行为出现，例如信息共享、共同解决问题能够减轻不确定所

带来的风险和加强双边的承诺 ［１３］ ，更多的非合作行为 （偷懒、盗取知识、隐藏信息） 就会消

失 ［１４］ 。 这意味着，合作能够提高交易双方的奉献精神，降低渠道运行成本，从而提高渠道满意

度和绩效 ［８］ 。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３：
假设 ３：伙伴合作正向影响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
（四）信任的合作历史的调节效应

当交易双方事先存在成功的合作历史时，相互之间能够建立一种信任，其特点是双方共享

一套价值观或社会规范，并强调对他人的善意信任。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相关文献强调

了信任对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２６］ ，即信任降低了交易双方对机会主义危害的感知，增强了双方的

合作信心。 例如，Ｊｏｎｅｓ 和 Ｇｅｏｒｇｅ［２７］ 认为基于共享价值的信任为知识和信息的传递提供了保障，
交易双方不需要行使契约控制条款所界定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Ｄｙｅｒ 和 Ｓｉｎｇｈ［１４］ 证明，信
任通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信念来协调交易双方的行为，有利于减少交易双方的利益冲突，进而

降低合作伙伴的投机行为。
当农业龙头契约与农户是相邻相亲的关系时，彼此较少使用详细的控制机制协调交易活

动，但农户也不会违背正式契约。 这种现象表明，当契约嵌入一种“关系”后，契约控制功能对

交易影响作用由主导作用渐变成次要作用。 其实，这种“关系”的本质就是善意信任，是对契约

控制功能的有效代替。 这是因为，基于先前信任的合作历史，农户相信农业龙头企业会采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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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自己利益的行为，双方发生冲突和投机行为的概率较小 ［１９］ 。 因此，交易双方更多依靠非正式

控制来规避机会主义，促进知识交流和信息共享，这会弱化契约控制功能对伙伴合作的积极影

响 ［２８］ 。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４ａ：
假设 ４ａ：信任的合作历史会削弱契约控制功能对伙伴合作的正向影响。
组织学习理论指出，学习已经成为组织间一种重要现象，特别是基于以往的合作经验学习

如何制定有效的契约来管理合作关系 ［２９］ 。 Ｍａｙｅｒ 和 Ａｒｇｙｅｒｅｓ［６］ 基于个人计算机外包产业的纵向

研究表明，契约作为一个知识库用于指导合作关系的管理，学习效应对契约协调条款的制定非

常重要。 尤其是，当合作伙伴之间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时，他们根据先前的学习经验对契约内

容进行调整，倾向于将契约的协调性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２２］ 。 同时，Ｆａｅｍｓ 等人 ［１５］ 运用案例研

究发现，以往的交易关系会影响后续契约的设计。 信任的合作历史使他们在契约中制定更多柔

性的协调条款，这会强化契约协调功能对伙伴合作的积极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４ｂ：
假设 ４ｂ：信任的合作历史会强化契约协调功能对伙伴合作的正向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文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契约型合作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参与“订单农业”的农户为调

查对象，采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２０１５ 年 ８ 月、２０１６ 年 ８ 月、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的入户调查数据。 本次调查

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首先，根据农业经济水平和各省（区、市）市级以

上农业龙头企业名单，分别选择东中西部共 １０ 个省份；其次，将选择省份的县（区、市）作为整

体样本，随机抽取 ２０ 个样本县（区、市） ，这些县市分布在湖北、江西、山西、海南、河南 ５ 省；然
后在每个样本县（区、市）选择 ２ 个样本乡镇，并在每个样本乡镇选择 １ ～ ２ 个参与订单农业的样

本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 １０ ～ １５ 户农户。 调查共发放问卷 ８００ 份，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５８８ 个，问卷有效率为 ７３．５％。 其中不存在农产品交易合作历史的样本有 ２４４ 个，存在农产品

交易合作历史的样本有 ３４４ 个。 存在合作历史的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构成如表 １。
表 １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年龄 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文化程度 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３０ 岁及以下 １２ ３．４９ ３．４９ 初中及以下 １７４ ５０．５８ ５０．５８

３０ ～ ４０ 岁 ２８ ８．１４ １１．６３ 高中及中专 ９６ ２７．９１ ７８．４９

４０ ～ ５０ 岁 １１６ ３３．７２ ４５．３５ 大专 ５２ １５．１２ ９３．６１

５０ 岁及以上 １８８ ５４．６５ １００．０ 本科及以上 ２２ ６．３９ １００．０

总计 ３４４ １００．０ — 总计 ３４４ １００．０ —

家庭人口数 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家庭农业收入 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２ 人及以下 ３２ ９．３０ ９．３０ ３ 万元及以下 １５７ ４５．６４ ４５．６４

３ 人 ９５ ２７．６２ ３６．９２ ３ 万 ～ ５ 万元 ４７ １３．６６ ５９．３０

４ 人 ９９ ２８．７８ ６５．７０ ５ 万 ～ ７ 万元 ４４ １２．７９ ７２．０９

５ 人 ８０ ２３．２６ ８８．９６ ７ 万 ～ １０ 万元 ３１ ９．０１ ８１．１０

６ 人及以上 ３８ １１．０４ １００．０ １０ 万元以上 ６５ １８．９０ １００．０

总计 ３４４ １００．０ — 总计 ３４４ １００．０ —

　 　 样本农户的户主以男性居多，占样本总数的 ７９．９％；户主以中老年为主，年龄段集中在 ５０
岁以上占样本总数的 ５４．６５％；户主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占样本总数的 ５０．５８％，本科及以上

仅占样本总数的 ６．３９％，说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偏低；绝大多数家庭的人口规模为 ３ ～ ５ 人；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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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农业经营收入来看，低于 ５ 万元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 ４５．６４％，高于 １０ 万元的农户占样本总

数的 １８．９０％。
（二）变量测量

１．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 由于契约控制功能、契约协调功能、伙伴合作、交易绩效 ４ 个

变量均属于无法被直接观察的潜变量，需要设计观察变量对其进行测度。 本文测量量表参考了

国内外成熟量表，并根据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实地调查资料进行适当的修改，使问卷更加符

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并能为调查对象所理解。 测量题项包括：①契约控制功能；②契约协调功

能；③伙伴合作；④交易绩效。
本文研究使用 Ｌｉｋｅｒｔ 五分量表法，对上述 ４ 个变量下的各个测项，分别设定“完全不同意”

“比较不同意” “一般” “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 ５ 个选项，并分别赋值为 １、２、３、４、５。 根据问

卷回答者的选择，获得各个测项的得分。 然后，运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对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和探

索性因子分析，并根据结果剔除题项中因子载荷值较低的测项。 同时，本文运用了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来衡量各个潜变量的信度，以反映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从表 ２ 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都超过 ０．７。 因此，可以认为测量量表总体信度较高。 此外，各个变量的最终

分值通过因子得分获得。
表 ２　 信度检验结果

潜变量 测量题项 ＫＭＯ　 　 因子共同成分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契约控制功能 契约对交易双方的法律约束力强

契约明确地规定了双方的违约条件和惩罚措施

契约详细的说明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契约严格地规定了关于监督的条款

０．７６７

（ ０．０００）

０．８３８

０．８６１

０．８２７

０．８２０

０．８５５

契约协调功能 契约详细地规定了争端解决的程序

契约详细规定了农产品的产出标准

契约清晰地规定了管理程序

契约清晰地规定了关于变更与调整的条款

０．７８９

（ ０．０００）

０．８７２

０．９２３

０．８４７

０．８２６

０．８８８

伙伴合作 和企业进行正式与非正式的频繁交流

与企业给对方提供有帮助的信息

和企业配合对方的合理要求

０．７２５

（ ０．０００）

０．８５４

０．８８２

０．８８７

０．８４１

交易绩效 销售的农产品数量得到保证

销售的农产品价格合理

销售的农产品渠道便捷

销售的农产品质量符合要求

０．６５８

（ ０．０００）

０．８０６

０．７４８

０．５９１

０．７６７

０．７００

　 　 注：括号内为样本分布的球形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卡方检验值的显著性。

２．调节变量。 以往的研究认为先前的合作能提高交易双方的信任 ［２０］ 。 然而，这些研究忽略

了不成功的合作历史对相互信任存在负向影响的事实。 因此，本文借鉴的 Ｆａｅｍｓ 等人 ［１５］ 研究，
采用更为详细的指标，即信任的合作历史对合作经历进行测量。 基于这个题项，本文构造了一

个虚拟变量，其中“０”代表不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１”代表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 在调查样本

中，有 ６４．５０％的农户认为他们与农业龙头企业之间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
３．控制变量。 考虑到合作关系中还存在其他可能影响交易绩效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并不是

研究关注的重点，因而有必要对这些存在影响的主要变量进行控制。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交易

的复杂性、种植（养殖）年限、农产品交易规模。 实际调查中发现，农户与农业龙头企业签订的

契约形式呈现多样性，这表明交易双方依据交易特性来界定契约文本内容的冗余程度。 本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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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契约长度（契约页数）来衡量交易的复杂性 ［２］ ，并在问卷设置“１ 页、２ 页、３ 页、４ 页、５ 页及以

上”五种选择。 种植（养殖）年限影响着农户种植（养殖）农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经验，而拥有

丰富技术水平和生产经验的农户越容易与农业龙头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１１］ ，在问卷中设

置“１０ 年及以下、１０ ～ １５ 年、１５ ～ ２０ 年、２０ ～ ２５ 年、２５ 年以上”五个选项。 农户交易规模越大，
这意味着交易双方的依赖程度越高，采取合作行为的概率越大 ［５］ ，利用农户向企业销售额来衡

量农户交易规模。

四、结果与分析

（一）伙伴合作对契约功能和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２９］ 提出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需要进行三次多元回归分析，其具体步骤是：首
先做 ｙ（因变量）对 ｘ（自变量）的回归，若回归系数显著表明主效应存在；其次，在主效应存在的

情况下，做 ｍ（中介变量）对 ｘ（自变量）的回归，若回归系数显著则表明存在自变量对中介变量

的影响；最后，做 ｙ（因变量）对 ｍ（中介变量）和 ｘ（自变量）的回归，若中介变量回归系数显著，
自变量的影响因素不显著，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而自变量的影响因素显著且这一系数的绝

对值比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回归系数绝对值明显降低，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本文也采

用这一方法分析伙伴合作在契约功能和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回归结果

见表 ３。
表 ３　 伙伴合作对契约功能和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关系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 伙伴合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契约控制功能 ０．１２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０ ０．４３６∗∗∗ ０．０３５

契约协调功能 ０．４２６∗∗∗ ０．０４２ ０．２９８∗∗∗ ０．０４１ ０．２８８∗∗∗ ０．０５２

伙伴合作 — — ０．４４６∗∗∗ ０．０４０ — —

控制变量

交易的复杂性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７

种（养）殖年限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０ －０．１４３∗∗∗ ０．０２２ ０．２３５∗∗∗ ０．０２４

农产品交易规模 ０．１６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２．３８０ ０．２１７ ２．２３８ ０．２００ ０．４３５ ０．２６８

判定系数 ０．２８８ ０．４０４ ０．４１４

调整后判定系数 ０．２７７ ０．３９４ ０．４０５

Ｆ 值 ２７．３０７∗∗∗ ３８．１４７∗∗∗ ４７．７２２∗∗∗

　 　 注：∗∗∗代表在 ０．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首先，将契约控制功能、契约协调功能放入模型与交易绩效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检验主效应

是否显著。 由模型 １ 可知，契约控制功能和契约协调功能均对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存在显

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１２５ 和 ０．４２６，且均在 ０．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支持进一步伙

伴合作的中介检验。 其次，将契约控制功能、契约协调功能作为自变量，伙伴合作作为因变量建

立回归模型，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情况。 由模型 ３ 可知，契约控制功能和契约协调功

能均对伙伴合作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４３６ 和 ０．２８８，且均在 ０．１％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 因此，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得到验证。 最后，将契约控制功能、契约协调功能、伙伴合作

作为自变量，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检验中介变量伙伴合作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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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的影响效果。 结果如模型 ２ 所示，伙伴合作与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

高度相关，回归系数为 ０．４４６，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伙伴合作是提高交易绩效的基础，因
此，假设 ３ 得到验证。 与模型 １ 相比，契约协调功能对交易绩效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０．２９８，ｐ＜０．００１） ，而且系数的绝对值减少了 ０．１２８，这表明伙伴合作在契约协调功能和交易绩

效之间的关系扮演部分中介的角色。 同时，契约控制功能对交易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β ＝
－０．０７０，ｐ >０．５） ，这表明伙伴合作在契约控制功能和交易绩效之间的关系扮演完全中介的角

色，换言之，如果没有合作行为出现，有效的控制条款也无法直接提高交易绩效。
（二）信任的合作历史对契约功能和伙伴合作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 ［３０］ 在研究中指出，当 ｘ（自变量）为连续变量、ｍ（调节变量）为分类变

量时，应采取分组回归的方法检验调节效应，即按照 ｍ（调节变量）的取值进行分组，做 ｙ（因变

量）对 ｘ（自变量）的回归。 若回归系数的差异显著，则表明调节效应显著。 由于本文的自变量

契约功能（控制功能、协调功能）是连续变量，调节变量信任的合作历史是分类变量，因而采取

分组回归方法检验信任的合作历史对契约功能和伙伴合作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即分别对不存

在信任的合作历史和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两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检验每一组样本中契约功能

与伙伴合作的关系效应。 由于层次回归分析不仅可以使研究者控制变量进入模型的顺序，进而

判断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影响，而且可以通过拟合优度（ Ｒ２）的变化来

判断新引入的变量是否对模型存在意义，本文也采用层级回归的方法对各组进行回归分析。 第

一步进入回归方程的为控制变量（交易的复杂性、种植（养殖）年限、农户农产品交易规模） ，第
二步为自变量（契约控制功能和契约协调功能）的主效应。 表 ４ 列示了信任的合作历史对于契

约功能和伙伴合作的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
表 ４　 信任的合作历史对契约功能和伙伴合作关系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不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 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契约控制功能 — — ０．６９５∗∗∗ ０．０６５ — — ０．３７６∗∗∗ ０．０３７

契约协调功能 — — ０．１３０∗∗ ０．０７９ — — ０．２１６∗∗∗ ０．０６４

控制变量

　 交易的复杂性 ０．３４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４

　 种植（养殖）年限 ０．２１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８ ０．３９６∗∗∗ ０．０３１ ０．３１９∗∗∗ ０．０２８

　 农产品交易规模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２．３５７ ０．４３５ ０．０６９ ０．３８８ ３．４４９ ０．３１０ １．５２４ ０．３２９

判定系数 ０．１０８ ０．６１５ ０．１５０ ０．３５２

调整后判定系数 ０．０８７ ０．６００ ０．１３７ ０．３３６

Ｆ 值 ５．３０４∗∗ ４１．５４７∗∗∗ １１．９６１∗∗∗ ２１．９１１∗∗∗

　 　 　 注：∗∗∗、∗∗、∗代表在 ０．１％、１％和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由表 ４ 可知，在不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组中，将契约控制功能、契约协调功能变量加入回归

方程后，拟合优度（Ｒ２）提高了 ５１．３０％；在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组中，将契约控制功能、契约协

调功能加入回归方程后，拟合优度（ Ｒ２）提高了 １９．９０％，这表明契约功能的加入能够显著提高

模型的解释力度。 在这两组样本中，契约控制功能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０．６９５（ Ｐ ＜０．００１） 、０．３７６
（ Ｐ＜０．００１） ，契约协调功能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０．１３０（ Ｐ ＜０．０１） 、０．２１６（ Ｐ ＜０．００１） ，不存在信任

的合作历史组契约功能对伙伴合作的方差解释能力 （ ６１． ５０％） 大于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组

（３５．２０％），而且在这两类分组回归模型中，从模型 １ 到模型 ２ 的 Ｒ２、Ｆ 值均显著增加，表明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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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效果比较理想。
根据 Ｆｉｓｈｅｒ Ｚ 检验方法检验两组样本的回归系数是否存在差异， Ｆｉｓｈｅｒ （ ０． ６９５） － Ｆｉｓｈｅｒ

（０．３７６）＝ ０．４６２，Ｚ１ ＝ ０．４６２ ／ ０．１１１ ＝ ４．１６２。 由于 ４．１６２ 大于 ５％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 １．９６，表
明组间回归系数存在显著差异，信任的合作历史对契约控制功能和伙伴合作之间关系的调节效

应显著。 因此，假设 ４ａ 得到验证。 同理，Ｆｉｓｈｅｒ（ ０．１３０） －Ｆｉｓｈｅｒ（ ０．２１６） ＝ －０．０８８，Ｚ２ ＝ －０．０８８ ／
０．１１１ ＝ －０．７９３。 由于－０．７９３ 大于临界值－１．９６，表明组间回归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信任的合

作历史对契约协调功能和伙伴合作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因此，假设 ４ｂ 没有通过检验。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契约控制功能能够防范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有利于促进合作。 虽然现有的许多研

究认为，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昂贵的诉讼成本制约了契约的作用，以及契约控制功能是对对

方动机的一种质疑，反而会诱发偷懒、欺诈等投机行为，从而阻碍良好的合作关系的产生。 但

是，在信誉有限的交易市场上，出于对经济利益的渴望以及降低机会主义的需求，农户会更加谨

慎地对待合作关系 ［１９］ ，不会因为控制性的契约条款采取不合作的行为，例如农业龙头企业对农

户生产过程进行监督，能够避免因农产品质量不合格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同时这种合理退出机

制也为渠道关系中较弱的一方提供制度保证，提高成员对未来长期合作的预期。 这说明，契约

控制功能在农产品交易中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第二，契约协调功能也有助于促进伙伴合作。 以往的研究往往只重视契约抑制机会主义的

控制功能，而本文在此基础上，从契约功能目标差异性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契约也有促进行动

的协调功能，从而解释了现有研究关于契约治理对合作行为影响的分歧 ［３１］ 。 这说明，交易双方

更多将契约作为一种协调机制时，通过在数量、质量、规格等方面的详细规定减少了偏好分歧和

沟通障碍，从而有利于契约的顺利执行，提高渠道成员间的合作水平 ［１０，２０］ 。
第三，契约功能通过伙伴合作间接影响农产品营销渠道交易绩效。 伙伴合作在契约协调功

能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契约控制功能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

介作用，这表明契约控制功能的强化将促进交易双方的合作，从而间接对交易绩效产生影响。
因此，伙伴合作是提高交易绩效的基础，没有合作行为出现，有效的契约控制条款也无法提高交

易绩效 ［１９］ 。
第四，信任的合作历史对于契约控制功能和合作伙伴之间关系存在调节效应。 特别是，当

交易双方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时，契约控制功能对伙伴合作的正向影响降低。 这是因为，成功

的合作经历使农户相信农业龙头企业会采取合乎自己利益的行为，这会降低农户对投机行为的

感知。 同时，当合作伙伴过多地强调控制功能时，他们认为创造了一个不信任的环境 ［１５］ 。 因

此，交易双方更多依靠成员认同的价值观来规避机会主义，促进知识交流，进而提高渠道成员间

的合作水平 ［２８］ 。 然而，契约协调功能在两种情况下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说明繁琐的契约会

对渠道成员的行为产生较大的束缚，阻碍了双方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动进行适当调整，进而降低

了合作动机 ［１９］ 。 因而，交易双方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时，并不需要制定更多的协调条款来约束

彼此的行为，而是依靠双向的、自动的调整方式促进合作，这也说明在政策和市场多变的环境

下，先前成功的合作具有较好的信用保证。
（二）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农业龙头企业的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启示。 第一，农业龙头企业要明确契

约功能效用的差异性，关注契约协调功能。 由于资源禀赋的约束以及成本效率的衡量，交易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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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只看着契约抑制机会主义的功能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却忽略了非机会主义所带来的不合作行

为。 事实上，不同类型契约的目标功能存在差异，交易双方设计的契约条款既要表征控制功能，
也要表征协调功能。 第二，交易双方在设计契约时，不能一味地追求面面俱到、事无巨细，而是

应当依据先前的合作历史来强化重点。 当不存在信任的合作历史时，交易双方应该更加强化契

约的控制功能，以保证契约的执行效率和有效性。 只有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效配置资源，才能保

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进而提高营销渠道绩效。 第三，农业龙头企业应当重视增强农户合作

的途径，掌握有效的方法促进合作，例如加强与农户之间的交流、提供技术指导、培训、主动让利

等形式，强调彼此在合作过程中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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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Ｐｏｐｐｏ Ｌ， Ｚｈｏｕ Ｋ， Ｒｈｕ 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１９（１） ：３９－５５．
［１３］Ｐｏｐｐｏ Ｌ， Ｚｅｎｇｅｒ Ｔ． Ｄｏ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２， ２３（８） ： ７０７－７２５．
［１４］Ｄｙｅｒ Ｊ， Ｓｉｎｇｈ 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８， ２３（４） ： ６６０－６７９．
［１５］Ｆａｅｍｓ Ｄ， Ｊａｎｓｓｅｎｓ Ｍ， Ｍａｄｈｏｋ Ａ， ｅｔ ａｌ．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ｒｕ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８， ５１
（６） ：１０５３－１０７８．

［１６］Ｌｕｍｉｎｅａｕ Ｆ，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Ｂｕｙｅｒ－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３０（５） ： ３８２－３９５．

［１７］Ｐａｒｍｉｇｉａｎｉ Ａ， Ｒｉｖｅｒａｓａｎｔｏｓ Ｍ．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 Ｐａ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Ａ Ｍｅｔ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３７（４） ： １１０８－１１３６．

［１８］邓宏图，米献炜 ． 约束条件下合约选择和合约延续性条件分析———内蒙古塞飞亚集团有限公司和农户持续

签约的经济解释［ Ｊ］ ． 管理世界，２００２（１２） ：１２０－１２７．
［１９］ Ｌｕｏ 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 Ｊ ］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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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２， ２３（１０） ： ９０３－９１９．
［２０］Ｍｅｌｌｅｗｉｇｔ Ｔ， Ｍａｄｈｏｋ Ａ， Ｗｅｉｂｅｌ Ａ．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２８（８） ：８３３－８４７．
［２１］Ｒｉｎｇ Ｐ，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４， １９（１９） ： ９０－１１８．
［ ２２］Ｐａｒｋｈ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３， ３６（３６） ： ７９４－８２９．
［２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Ｆｉｒｍ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２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Ｐ， Ｌｏｒｓｃｈ 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 ． Ｂｏｓｔ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２５］Ｄａｓ Ｔ， Ｔｅｎｇ Ｂ．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Ｊ］ ． Ａｃａｄｅ⁃

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８， ２３（３） ： ４９１－５１２．
［ ２６］ Ｉｎｋｐｅｎ Ａ， Ｃｕｒｒａｌｌ Ｓ． Ｔｈｅ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４， １５（５） ： ５８６－５９９．
［ ２７］ Ｊｏｎｅｓ Ｇ， Ｇｅｏｒｇｅ Ｊ．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ａｍｗｏｒｋ［ Ｊ］ ． Ａｃａｄｅ⁃

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８， ２３（２３） ： ５３１－５４６．
［２８］ Ｈｉｌｌｅｂｒａｎｄ Ｂ， Ｗｏｏｌｔｈｕｉｓ Ｒ， Ｎｏｏｔｅｂｏｏｍ Ｂ．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５，２６（６） ： ８１３－８４０．
［ ２９］Ｂａｒｏｎ Ｒ， Ｋｅｎｎｙ Ｄ Ａ．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６， ５１（ ６） ： １１７３
－１１８２．

［３０］温忠麟，侯杰泰，张雷 ．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 Ｊ］ ． 心理学报，２００５（２） ：２６８－２７４．
［３１］Ｃａｏ Ｚ， Ｌｕｍｉｎｅａｕ Ｆ．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３３（１） ： １５－４２．

（责任编辑：宋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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